
【摘要】本文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4－2015学年追访数据，分

析农村儿童出生顺序对其非认知能力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农村户籍儿童

出生顺序对非认知能力有三条作用路径。直接效应：不同出生顺序农村儿童

的非认知能力并无显著差异。亲子交流中介效应：出生顺序越靠前的农村儿

童与父母情感交流的频率越高，表现出的在校社交非认知能力越强。亲子活

动中介效应：出生顺序越靠后的子女，与父母共度的亲子活动时间越少，在校

社交非认知能力越弱。研究结论再次印证了资源约束假说和次序歧视理论在

农村家庭的适用性。即使在文化资本贫乏的农村家庭，亲子交流和亲子活动

依然能够显著影响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发展。为了提升农村儿童的非认知

能力，可以实施政策干预，通过家庭外帮扶增强农村儿童的机会获得，以达到

能力培养的公平。

【关键词】 农村户籍儿童 出生顺序 非认知能力 亲子交流

对非认知能力的研究始于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他们主要关注在儿童身上的经济投资

如何影响教育获得，乃至今后职场上的薪资回报［1］。与认知能力的研究相比，非认知能力

的探讨长期处于被忽略的地位。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

为首的新人力资本理论支持者，将人力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认知能力）和非人力资本（非

认知能力）两部分［2］，开始了把对个人成就的探讨转换到个人能力的视角上来的研究进

程。所谓非认知能力，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人的个性特征［3］。具体指与个人人格特质、个性

特征等相关的态度、信念、价值观和行为等［4－6］。

进入20世纪，学术界把与经济发展和个人成就密切相关的研究议题从认知能力转移到

了非认知能力领域［7］。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除了智力因素，社交能力、恒心、毅力等非认知

能力因素与个人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健康等密切相关［8－9］。非认知能力水平不仅预示着一个

人在整个生命历程中获得事业成就，在劳动市场上获得高薪资回报的能力，同时也反映了在

职场上避免失败、面对逆境时触底反弹的本领［10］。农村户籍儿童大多在复制父辈的社会阶

层，他们像父辈一样从事着低技术含量和非管理类工作，很难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11］。对

底层技术工人就业影响效果更为显著的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对他们的职业发展、在失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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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重新就业的意义尤为突出。相较于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更具有延展性，也更便于后

期进行政策干预［12］。

非认知能力被认为与家庭环境和父母在儿童时期不同阶段的家庭投资密切相关［13］。研究

发现［14－15］，最为有效的家庭投资是培养子女的非认知能力。较高的非认知能力能够促进认知

能力的发展，进而带来智力的良好发育和未来学业的成功，反之则不成立。家庭环境不仅包括

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还包括兄弟姐妹数量、出生顺序等因素。父母对子女的家庭投资除了物

质投资外，还包括对子女的关注、照顾、亲子交流等非物质类投资。父母对子女的关注则是培

养其非认知能力的主要途径。和谐的亲子活动是培养儿童良好个性的教育之道［16］，良好的亲

子关系还有助于弥补家庭资源缺失带来的心理劣势［17－18］。农村儿童因父母外出打工或教育意

识缺失等原因，亲子互动频率普遍在较低水平徘徊，甚至出现了“疏离型”亲子互动模式［19］，进

而导致儿童心理健康［20］和语言发育［21］出现问题。由此可见，农村家庭的亲子互动对子女非认

知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

关于出生顺序对个人成长的研究比较著名的解释理论有两种：一种是资源约束假说，该

理论认为出生越早的孩子面临家庭资源的约束越少，相反，出生越晚的子女由于存在兄弟姐

妹之间的竞争，获得的父母资源越少［22］。这种现象又被称为“次序歧视”。罗凯、周黎安［23］的

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在受教育程度上，出生顺序越靠后的孩子，受教育程度越

高。为了进一步说明家庭资源的作用机制，与之相近的资源稀释假说把家庭资源分为间接影

响教育成就的家庭资源（如亲子互动）和直接影响教育获得的资源（如家庭经济能力）［24－25］。

另一种是交流互动论，该理论认为兄弟姐妹之间无论是交流、冲突、游戏，还是竞争，均能促进

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也能促进学业提升［26－28］。

国外学术界把出生顺序作为重要变量对家庭资源分配进行考察，试图寻找出生顺序和非

认知能力之间的因果逻辑联系。国内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出生顺序对教育成就的影响上，

涉及非认知能力的研究还未引起足够重视。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的放开，更多的农村家庭选

择养育更多的子女。考察出生顺序与亲子互动①、非认知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家庭资

本比较薄弱的农村子女来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出生顺序对农村户籍儿童非认知能力

的影响，更多的是资源约束作用，还是交流支持作用，出生顺序如何影响农村儿童家庭内部

的亲子互动资源分配，亲子互动频率又能否影响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形成，这些都是本文

回答的问题。

一、文献梳理及研究假设

（一）出生顺序与非认知能力

研究发现，家庭环境因素在个人性格特征塑造上扮演重要角色［29－30］。出生在同一家庭的

兄弟姐妹在智力和个性特征上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31］，通过对非认知能力的进一步测算发现，

兄弟姐妹间非认知能力的相关性高达45%［32－33］。不同出生顺序的子女在竞争家庭资源时会

采用不同的策略，从而造就不同的非认知能力。早在1927年，心理学家就发现家庭中同胞个性

的差异与出生顺序相关，最早出生的孩子更富有权威［34］。生长在同一家庭中子女的非认知能

力随着出生顺序的增加而降低［35］。家庭中第一个孩子从事高级管理职位的比例最大，而高级

管理职位相应的要求也更高，包括社交能力在内的非认知能力。另外的研究［36］则得出了相反

的结论，他们认为第一个孩子更具责任心，而后出生的孩子则更具创新性，也会变得容易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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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能力较强，进而非认知能力较强。进化心理学也认为，后出生的子女为了努力让自己变得

与众不同，会变得更加乖巧随和、容易相处以获得父母更多的资源［37］。

根据以上内容，提出第一组竞争性假设。

假设1a：出生顺序对农村户籍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出生顺序越靠后，

非认知能力越强。

假设1b：出生顺序对农村户籍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出生顺序越靠后，

非认知能力越弱。

（二）出生顺序、亲子交流与非认知能力

亲子互动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科尔曼［38］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闭合理论将父母对

子女成长过程的参与分为家庭外部参与和家庭内部参与［39］。其中家庭内部参与就包括了父母

与孩子交流以及带子女参加文化活动等内容，这些维度被国内学者所接受，具体操作化为“亲

子交流”和“亲子活动”两个维度［40－41］。

出生后的第一年被认为是儿童技能形成的关键期［42］。最先出生的孩子作为父母第一个子

女得到了全部的关爱。随着后面子女的到来，父母的精力被分散，包括父母陪伴和关注在内的

家庭资源也开始变得稀缺［43］。尽管如此，在家庭资源受到约束的情况下，父母仍然会对第一个

出生的子女另眼相待［44－45］。出生在同一家庭中的子女竞争是常态，在幼年时期，他们会为了得

到母亲更多的关爱使尽浑身解数［46］，进而造成不同出生顺序子女的行为和父母的投资多寡也

不相同。西方学者研究发现，越晚出生的子女，父母与他们交流学校生活的时间越少，他们的

非认知能力也越低［47］。

我国有学者研究发现，家庭亲子互动情况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来自农村家庭或低阶层

家庭的儿童与父亲的关系亲密度较低，显著阻碍了其学业发展［48］。另一项关于所有儿童家

长参与的研究表明［49］，虽然有些父母无力参与子女的学习过程，但他们的情感支持，如高质

量的亲子交流，则可以提升孩子在校的竞争力。在双子女家庭中，排行“老二”的孩子得到父

母的亲子沟通、家校沟通以及共同活动教育卷入水平最高［50］。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第二

个假设。

假设2：出生顺序通过亲子交流对农村户籍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发挥着间接影响作用。出生

顺序越靠前，亲子交流越频繁，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强。

（三）出生顺序、亲子活动与非认知能力

父母积极构建亲子活动能够提升子女的自我效能感［51］，促进子女在学校适应能力的提

升，进而提高子女非认知能力的水平。亲子活动亦能通过非认知能力的中介作用提升子女的

学业成绩［52］。基于100余位留守儿童的教育实践也发现，和谐的亲子活动能够有效培养孩子

良好个性的发展［53］。除此以外，亲子活动还能够显著影响大学生在校的情感投入以及与老

师和同学的互动［54］，能有效促使子女加大在校的学习投入［55］。

另外，一项基于0－8岁儿童图书馆亲子阅读活动的研究显示，亲子活动不仅能促进儿童

能力提升［56］，还能促使亲子交流增加、亲子情感加深和儿童发展的进一步提升［57］。自然博物

馆亲子教育活动的实践也显示，物理场馆的亲子活动能够促进亲子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从而

使父母更好地了解子女［58］。随着城市中亲子活动的开展，农村家庭的家长也意识到了亲子

活动对子女发展的重要性，并自发地加以实施［59］。

综合以上内容，提出本文的第3个假设。

假设3：出生顺序通过亲子活动对农村户籍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发挥着间接影响作用。出

生顺序越靠前，亲子活动越频繁，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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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变量及模型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简写为CEPS）2014－

2015学年追访数据。该数据在抽样时选择大量农村户籍儿童入样，是研究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问

题比较理想的数据资源。依据农村户籍儿童的概念及特性，按照“户口类型为农业户口”筛选样本，

并排除独生子女家庭，得到研究数据。追访数据只有原来就读七年级，追访时就读八年级的学生样

本。最终得到农村户籍非独生子女，且家中兄弟姐妹数量少于4个的学生样本共3669份①。

（二）变量

1. 因变量

非认知能力总体来说指人们的个性特征［60］，它包含很多维度。外文文献中，与人们个性和

性格特征相关的特质都被称为非认知能力，如社交能力、自我效能感、毅力等。由此可见，非认

知能力是个综合概念。纵观国内外关于非认知能力的相关研究，均采用人格特征的某一方面

指代非认知能力［61－64］。因此，本文以社交能力指代农村儿童的非认知能力。

非认知能力作为潜变量，题目来自于学生问卷B6部分的4个问题：“班里大多数同学对我很

友好”“我所在的班级班风良好”“我经常参加学校或班级组织的活动”“我对这个学校的人感到亲

近”。答案选项为：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潜变量非认知能力以及下面

的亲子交流、亲子活动的观察变量均通过了结构方程模型对题目的信度分析。后面不再赘述。

2. 中介变量

亲子互动是本文的中介变量，它包含亲子交流和亲子活动两个潜变量。研究发现，在能力

的代际传递过程中，母亲相较于父亲通过较多的子女抚养行为对子女的能力培养发挥着更为

重要的作用［65］。因此，亲子互动变量在同时涉及父亲和母亲的情况下，只选择母亲变量进行分

析。亲子交流潜变量的观察变量题目是学生问卷A21题，即你母亲是否经常与你讨论以下问题：

“学校发生的事情”“你与同学的关系”“你与老师的关系”“你的心事或烦恼？”选项设置为“从不”

“偶尔”“经常”。亲子活动潜变量的观察变量题目在学生问卷A部分24－26题，包括：“你和父母

一起吃晚饭；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等场所；外出看电影、演出、体育比赛等的频率大概是？”

选项设置为“从不、每年一次、每半年一次、每个月一次、每周一次、每周一次以上”。

3. 自变量

核心自变量为出生顺序，结果按照被访者的填答进行了重新编码：姐姐数量与哥哥数量之

和再加1为被访者的出生顺序。

（三）模型

亲子交流

非认知能力出生顺序

亲子活动

直接效应

a1

a2 b2

b1

图1 概念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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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研究涉及到亲子交流、亲子活动两个中介变量，因此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

概念模型见图1。出生顺序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共有三条路径：一是出生顺序对非认知能力的

直接影响；二是出生顺序经由亲子交流中介效应的间接影响；三是出生顺序经由亲子活动中介

效应的间接影响。分析软件采用Amos24.0版本。

由于中介效应乘积项通常不满足传统中介效应检验所要求的正态分布，因此采用更为强

大的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与比较分析［66－67］。样本抽取放回次数设定为2000，估计

方法为最大化似然法，并用MLM法对模型进行修正。

三、数据分析结果

（一）相关变量的信效度检验

表1 信度与收敛效度

构面

亲子交流

亲子活动

非认知能力

注：***代表p<0.001。

题目

讨论学校

讨论同学

讨论老师

讨论心事

一起吃饭

参观场馆

参加活动

同学友好

班风良好

参与活动

对人亲近

参数显著性估计

STD

0.791

0.813

0.777

0.705

0.809

0.771

0.232

0.674

0.697

0.620

0.723

S.E.

0.012

0.014

0.013

0.014

0.013

0.027

0.017

0.018

0.018

0.017

0.016

Z

65.926

57.915

55.512

50.004

62.231

28.673

14.328

37.444

38.377

35.377

45.188

P－Value

***

***

***

***

***

***

***

***

***

***

***

组成信度

CR

0.855

0.659

0.774

收敛效度

AVE

0.597

0.434

0.462

由表1所示，亲子交流、亲子活动、非认知能力三个潜变量维度及其所有题目，标准化因子

载荷量大体在0.620－0.813之间，根据P值所示，所有题目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组成

信度（内部一致性）基本大于0.7，收敛效度在0.434以上，均在可接受范围。

表2 信度、收敛效度与区别效度分析

构面

亲子交流

亲子活动

非认知能力

注：对角线粗体字为AVE开根号值，下三角为维度之皮尔逊相关。

组成信度

CR

0.855

0.659

0.774

收敛效度

AVE

0.597

0.434

0.462

区别效度

亲子交流

0.772

0.512

0.769

亲子活动

0.659

0.528

非认知能力

0.680

根据福内尔和拉克尔（Fornel&Larcker）［68］的建议，区别效度部分的对角线放上AVE开根号

值，下三角为三个变量相互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由表2可见，两个中介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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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显著的相关性。比较结果发现，AVE开根号值全部大于同行和同列的其他相关变量，表明模

型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二）结构方程模型指标及结果分析

e7 e8 e9 e10

讨论学校 讨论同学 讨论老师 讨论心事

e16e16

e14
e15

e17

e18

e19

e20

e21

e11e12e13

出生顺序

亲子交流

亲子活动

非认知能力

参加活动参观场馆一起吃饭

对人亲近

参与活动

班风良好

同学友好

111
0.470.541.84

1.000.930.33

1

0.88
-0.20 0.11

1

1

1

1
0.34

0.42

0.62

0.42

1.00

1.19

1.17

1.28

1

0.24

1
0.00

0.52
1

0.31
1.00 1.07 1.04

1.01

0.28
-0.06

1111

0.320.220.180.18

图2 结构方程模型①

由图2可知，出生顺序对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影响的两条间接效应均在p<0.001范围内显

著。出生顺序对非认知能力的直接效应的非标准化系数接近于0，且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

著性，表明出生顺序对农村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没有直接显著影响。因此“假设1a：出生顺序对

农村户籍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直接影响。出生顺序越靠后，非认知能力越强”和“假设

1b：出生顺序对农村户籍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直接影响。出生顺序越靠后，非认知能力

越弱”没有通过验证。出生顺序对亲子交流潜变量影响的系数为负，表明出生顺序越靠后的农

村儿童与母亲的交流越少。亲子交流对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系数为正，说明与母亲交

流越多，农村儿童在学校融入时表现出的非认知方面的社交能力越强。总的来说，出生顺序越

靠后的农村儿童，在家庭内部得到父母的情感关注越少，在家庭外部的学校表现出的主观社交

意愿和行为能力也越差。亲子活动潜变量涉及到与父母一起吃饭，一起参观博物馆、动物园、

科技馆，一起看电影、演出和体育比赛等行为。结果发现，越晚出生的孩子，与父母一起从事亲

子活动的概率也越低，其在校所表现出的非认知能力也越弱。

值得一提的是，由表2区别效度部分的变量间皮尔逊相关系数可以看出，亲子活动与亲子

交流呈正向相关关系，亲子活动越多的家庭，亲子交流也越频繁。愿意花费时间关注子女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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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和子女成长烦恼的家长，一般对子女的整体关注度较高，会用心培养子女并陪伴他们

的成长，也会有意识地带子女去一些文化场馆开阔他们的眼界。总的来看，家里年纪越小的孩

子，与父母一起吃饭，一起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一起看电影、演出、体育比赛的概率越

低，与父母情感交流的机会也越少。当活动场域从家庭扩展到学校后，这部分农村儿童表现出

来的非认知社交能力也越低。

（三）多重中介效果的对比分析

表3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析比较

直接效应

出生顺序

特定间接效应

亲子交流(ab1)

亲子活动(ab2)

总间接效应

两条路径对比

亲子交流 VS.亲子活动

注：***代表p<0.001，表中系数均为非标准化系数。

点估计值

－0.147

0.268

0.089

0.357

0.260

系数

S.E.

1.166

0.045

0.127

0.073

0.052

Est./S.E.

－0.126

5.956

0.700

4.890

5.001

P－Value

0.969

***

***

***

***

Bootstrap1000次的95%置信区间

偏差矫正估计

Lower

－0.053

－0.037

－0.041

0.047

0.007

Upper

0.003

－0.017

－0.025

0.069

0.015

百分位估计

Lower

－0.051

－0.037

－0.041

0.052

0.008

Upper

0.004

－0.017

－0.025

0.077

0.018

本研究设定了两个中介效果，一条是出生顺序→亲子交流→非认知能力，另一条是出生顺

序→亲子活动→非认知能力。由表3可以看出，基于亲子交流和亲子活动的中介效应都得到了

数据的有效支持，总间接效应也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中介效应的路径分解：出生顺序

与亲子交流的因果关系a1，亲子交流对农村户籍儿童非认知能力影响的效应b1，出生顺序与亲

子活动的因果效应a2，以及亲子活动对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的效应b2，都在p<0.001的水平上

显著。至此，“假设2：出生顺序通过亲子交流对农村户籍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发挥着间接影响作

用。出生顺序越靠前，亲子交流越频繁，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强”和“假设3：出生顺序通过亲子

活动对农村户籍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发挥着间接影响作用。出生顺序越靠前，亲子活动越频繁，

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强”均通过了验证。

特定间接效应被定义为因变量Y经由中介变量i对自变量x两个过程的非标准化系数的乘

积。经由亲子交流中介效应的特定间接效应为ab1＝a1*b1。同理，经由亲子活动中介效应的特

定间接效应为ab2＝a2*b2。比较两个中介效应的差异，生成新的变量diff＝ab1－ab2，即为表3

中两条路径对比部分。数据分析结果显示ab1和ab2两条路径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亲子交流中介效应的非标准化参数是0.268，表示亲子交流变量使出生顺序与非认知能力二者

直线的斜率增加了0.268个单位。同理，亲子活动变量使直线斜率增加了0.089个单位。由此可

见，亲子交流变量的中介效应大于亲子活动的中介效应。

以上是对亲子交流和亲子活动两个中介变量间接效应的比较分析。关于文化场馆（图书馆、

博物馆）亲子活动的研究发现，文化场馆的亲子活动在提升儿童能力发展的同时，还能增进亲子

交流，促进亲子感情的提升［69－71］。基于此，把亲子交流做因变量，亲子活动做自变量，做简单回

归，探究二者之间的因果链条是否成立。数据分析结果发现，亲子活动对亲子交流的影响在p<

0.001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回归系数为0.288，调整R2为8.3%。由此可见，家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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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亲子活动可以使父母从多维度观察和了解子女，共同的活动也为亲子交流提供了话题，增进

了彼此间的感情。这又进一步促使子女把父母当作朋友，愿意把学校的见闻趣事、人际关系、烦

恼等与父母分享。可见，亲子活动在子女的非认知能力培养方面发挥着双重作用。

四、结论和讨论

本文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学年追访数据，研究出生顺序、亲子互动与农村户

籍儿童非认知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国内外研究惯例，非认知能力采用的是社交能力这

一细分维度，亲子互动则包含亲子交流、亲子活动两个变量。

研究发现，出生顺序不能直接影响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发展，即出生顺序对子女以社交

能力为代表的非认知能力并无显著作用。经由亲子交流和亲子活动两条中介效应的间接影响

效果均具有在p<0.001水平上的显著性。这说明出生顺序主要通过亲子交流和亲子活动的中

介作用机制，对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产生影响。出生顺序与亲子交流潜变量是负向因果关

系。出生越早的子女，与父母的亲子交流越多，在学校也表现出容易亲近，更愿意参与学校活

动的一面。另外，出生较晚的孩子，在遭受母亲情感忽视的情况下，也极少能享受到与父母一

起参观文化场馆或者外出就餐这样的休闲时光。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西方学者的论断，即父母

的第一个孩子会被另眼相待［72］，也会分配到家庭中更多情感资源［73－74］。这为该结论的跨文化

普适性提供了新的证据。本研究结论也再次印证了资源约束假说和次序歧视在农村儿童成长

过程中的适用性，出生顺序甚至可能成为约束农村儿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深受家庭环境制约的非认知能力，对于一个人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更为重要。它不

仅影响着其学业成绩和最终的教育获得，还预示整个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就、面对失败及触底反

弹的能力。对于农村儿童的教育帮扶，一方面要加强教育公平进程，通过教学设施和师资的配

备，增加其通过教育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另一方面，则要加强学业之外的非认知能力的

教育，通过另一种形式的人力资本增加其生命历程的厚度。总的来看，亲子交流带给子女非认

知能力的提升大于亲子活动，即子女更需要父母情感上的深度陪伴。家中出生较晚的孩子更

需要加强父母的关爱，在农村家庭中要加强养育孩子的亲职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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